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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约束下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碳储量的影响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张　 斌，李　 璐，夏秋月，董　 捷∗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作为全球碳循环研究的基础，与土地利用变化密切相关。 生态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红

线（简称“三线”）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能较好地约束土地利用，进而对碳储量造成影响。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采用 Ｍａｒｋｏｖ⁃
ＦＬＵＳ 耦合模型模拟“三线”约束下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并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定量研究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储量的影

响。 结果表明：①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武汉城市圈耕地、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分别减少了 １２６７．５８２、１１２．７０３、２４．８９６、４２．１４ ｋｍ２，建设用

地和水域分别增加了 １０９２．２８２ ｋｍ２和 ３５５．０３９ ｋｍ２。 ２０３５ 年“三线”约束情景下耕地减少面积小于自然发展情景，林地实现了增

长，新增建设用地被引导至城镇开发边界红线内聚集。 ②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武汉城市圈总碳储量呈连续递减势态，其中武汉市碳

储量减少量最大。 “三线”约束情景下碳储量和地均碳密度下降幅度明显变小，武汉市碳储量减少量仅为自然发展情景的

４４．８９％。 ③耕地⁃建设用地之间的转换是引起碳储量剧烈变化的主要原因，土地利用强度与碳储量呈显著负相关，较低强度带

的碳储量最高。 因此，“三线”约束下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能合理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减缓碳储量的损失，
对区域国土空间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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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大量排放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１］。 陆地生态系统因地表分布

的大量固碳单元在吸收 ＣＯ２、调节气候变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２—３］。 现有大量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变化能够

直接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是造成 ＣＯ２激增的第二大原因［４—５］。 可见，土地利用变化不仅是环境变化的

关注热点，也是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的关键点。 因此，准确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储量的影响至关

重要。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基于土地利用变化对单一或者多种碳库进行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依据

土地利用历史数据探讨碳储量变化的原因，Ｎｏｇｕｅｉｒａ 等［６］研究指出亚马逊河流域碳损失主要是由热带森林的

减少引起的；Ｈａｎ 等［７］发现退耕还林能显著提高黄土丘陵的固碳量；刘亚男等［８］ 基于 ＧＩＳ 估算法发现湿地转

为耕地和建设用地是导致中国湿地碳流失的重要原因；Ｗｕ 等［９］ 研究中国沿海地区历年碳储量变化情况，发
现土地城市化的解释强度远优于其他变量。 其二是利用模型预测多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状况及相应的碳

储量，邓元杰等［１０］耦合 ＦＬＵＳ 模型和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模拟 ４ 种退耕还林还草情景，定量分析未来子长县碳储量

的变化；Ｌｉａｎｇ 等［１１］采用 ＳＤ⁃ＣＬＵＥ⁃Ｓ 模型和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评估绿洲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储量的影

响；Ｌｉ 等［１２］采用 Ｍａｒｋｏｖ⁃ＦＬＵＳ 模型探讨北京生态保护区多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再结合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发现

生态保护情景下碳储量的损失最小。 张燕等［１３］ 利用 ＳＤ⁃ＣＬＵＥ⁃Ｓ 模型预测不同情景下的汾河流域土地利用

状况，并结合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计算各时期的碳储量情况。 综合以往研究可知，在研究范围上，大多集中于流域、
湿地、海岸带等重要生态保护区或生态脆弱地区，有关城市群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城市群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又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区，需格外重视对生态系统的保护［１４］。 此外，以往学者大多注重于地类

转换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忽视了从整体视角探讨土地利用强度与碳储量的关系，无法系统全面地评估土地利

用变化对碳储量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结合 ＧＩＳ 技术弥补了传统碳储量估算方法采样周期长、
工作量繁琐的不足，具有参数获取简便、结果可视化等优势，得到广泛应用［１５—１８］。 就模拟方法而言，ＣＡ 模型

在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上的应用较为成熟，但没有限制元胞状态变换的机制，且仅能模拟一种地类的变化［１９］，
多智能体模型通过智能体间相互决策和环境约束来进行预测，但过程较为复杂且数据难以获取［２０］，ＣＬＵＥ ／
ＣＬＵＥ⁃Ｓ 模型以系统论理论来进行地类间的相互转换，但忽视了处于劣势地位的地类分配概率，导致模型存在

较大误差［２１］，且多应用于小尺度区域［２２］。 而 ＦＬＵＳ 模型利用神经网络算法并结合 Ｍａｒｋｏｖ 链和改进的元胞自

动机能较好地处理地类在多因素作用下的不确定问题［２３］，且模拟精度要高于 ＣＬＵＥ⁃Ｓ、ＡＮＮ⁃ＣＡ 等模型［２４］。
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如何优化结构和布局，使其统筹协调经济发展、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是国土空间

规划的重要任务。 “十八大”以来，中央会议和文件多次明确要求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科学划定“三区三

线”。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要求“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强化底线约束。”同年 １１ 月，《关
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出台。 “三区三线”尤其是“三线”政策成为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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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的核心。 在此政策背景下，结合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大战略，选择长中游三大城市群之一的武汉

城市圈为研究对象，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和 ＦＬＵＳ 模型，研究“三线”约束下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碳

储量的影响，并探讨土地利用强度与碳储量的关系，以期为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一定借鉴。

图 １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　 研究区概况

武汉城市圈地处 １１２°３０′—１１６°０７′Ｅ， ２９°０５′—３１°
５１′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湖北省东部，以武汉为中心，
黄石为副中心，涵盖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

和天门等 ９ 个城市（图 １），是长中游最具有发展潜力的

城市圈，也是湖北省产业最密集的区域。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武汉城市圈总面积达５７９４３．９１７

ｋｍ２，占全省面积的 ３１．３４％。 常住人口为 ３１９２．５ 万人，
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５３．８６％。 ＧＤＰ 总量为 ２７６８１． ５ 亿

元，占全省总 ＧＤＰ 的 ６０．４％。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

的不断加快，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结构产生较大变化，
突出表现为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建设用地大幅扩张。 国

土开发强度达到 ７．２４％，远超 ２０３０ 年规定的 ４．６２％的

警戒线，但土地利用效率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生态系

统的破坏为代价，可持续利用程度有待加强。

２　 数据和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数据主要包括：①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遥感数据，年份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并依据 ＬＵＣＣ 分类体系将地类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６ 类，经检测

综合精度达 ８８．８２％。 ②ＦＬＵＳ 模型需要武汉城市圈自然和社会经济的驱动因子数据。 自然因子中，高程、坡
度和坡面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 土壤类型和土壤有机质含量来源于世界土

壤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ａｃ．ｃｎ ／ ）。 年平均气温和降雨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 ）。
社会经济因子中，人口和 ＧＤＰ 来源于各市统计年鉴。 到河流、国道、省道、高速、铁路、县道和乡道的距离来源

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ｇｃｃ．ｃｎ ／ ）。
２．２　 情景设置

情景分析法是依据当前发展趋势来预测未来状况的一种方法，多用于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服务

的权衡关系［２５］。 已有文章对某一条红线的模拟情景多有涉及，但单一地对一条红线进行划定而忽略其他“两
线”不能满足当前规划需求，只有将“三线”结合起来才能最大程度上符合国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 因此

本文将“三线”作为一种情景展开研究，设定限制转换区（图 ２）。 其中，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国土空间内具有

特殊生态功能或重要生态作用的区域，对该区域需严格保护，以维护生态系统安全。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
持保护优先，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因此，本文对于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严格遵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

督检查办法》等相关要求，参照《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在禁止建设区的基础上加强生态屏障、重要

水域及岸线和湖泊湿地的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根据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确定，
需永久性保护和持续监管的优质耕地。 “十四五”规划指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 因此，本文对于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是以二调成果、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价为基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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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成果）》为参照，划定基本农田分布格局。 城镇开发边界红

线是为有序规划城镇发展，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封闭区域。 城镇开发边界红线需

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和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参照各市自然资源局网站的《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调整完善成果）》，以现有建设用地、新增建设用地、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为基础，统筹优化建设用地

布局。 另外，本文设置自然发展情景作为对比，该情景是按照现有发展趋势来预测未来发展状况，且地类转换

不做任何限制。

图 ２　 “三线”约束区域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 ｌｉｎ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ｒｅａ

２．３　 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分为两大部分（图 ３）：（１）模拟土地利用情景：依据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数据，运用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设定自然发展情景（Ｑ１）和“三线”约束情景（Ｑ２）。 再将两种情景的土地利用需求数据在 ＦＬＵＳ
模型中进行空间上的再分配，得到 ２０３５ 年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布局图。 （２）计算碳储量：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测算 ２０３５ 年两种情景下武汉城市圈碳储量的动态变化，探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储量的影响。
２．４　 研究方法

２．４．１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是基于 Ｍａｒｋｏｖ 链过程而形成的预测事件发生概率的一种方法，具有无后效性特征，即当前的

状态仅与前一时刻的状态有关，而与其他因素无关［２６］，已广泛运用在土地利用变化情景中［２７］，公式如下：
Ｓ Ｔ( ) ＝ Ｐ ｉｊ × Ｓ Ｔ０( ) （１）

式中， Ｓ Ｔ( ) 、Ｓ Ｔ０( ) 分别为 Ｔ、Ｔ０ 时土地利用状态矩阵； Ｐ ｉｊ 为 ｉ 地类变为 ｊ 地类的转移概率矩阵。
２．４．２　 ＦＬＵＳ 模型

ＦＬＵＳ 模型首先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算法得到各种地类的适应性概率，再结合基于轮盘赌的自适应惯性竞

争机制处理各地类在多因素作用下相互转换的不确定性，得到较高精度的模拟结果［２８］。
（１）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算法的适应性概率计算

神经网络模型算法分为预测和训练两个阶段，具体由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构成，公式为：

ＳＰ Ｐ，ｋ，ｔ( ) ＝ ∑
ｊ

Ｗ ｊ，Ｋ × ｓｉｇｍｏｉｄ ｎｅｔ ｊ Ｐ，ｔ( ){ } ＝
∑

ｊ
Ｗ ｊ，ｋ

１ ＋ ｅ －ｎｅｔ ｊ Ｐ，ｔ( )
（２）

式中， ＳＰ Ｐ，Ｋ，ｔ( ) 是 Ｋ 种地类在 Ｐ 栅格、 ｔ 时间的适宜性概率；Ｗ ｊ，Ｋ 为输出层和隐藏层中的权值；ｓｉｇｍｏｉｄ 为隐

藏层至输出层的激励函数； ｎｅｔ ｊ Ｐ，ｔ( ) 是第 ｊ个隐藏层在时间 ｔ栅格 Ｐ 接收到的信号。 各地类的适应性概率之

和为 １：

∑
Ｋ
ＳＰ Ｐ，Ｋ，ｔ( )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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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研究框架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２）基于轮盘赌的自适应惯性竞争机制计算

自适应惯性竞争机制的核心为自适应系数，不同地类的惯性系数有较大差别，是由土地需求和实际的差

异决定的，在模型的迭代过程中，各地类会逐步向需求目标靠近。 第 Ｋ 种地类在 ｔ 时刻的惯性系数

Ｉｎｅｒｔｉａｔ
Ｋ 为：

Ｉｎｅｒｔｉａｔ
Ｋ ＝

Ｉｎｅｒｔｉａｔ －１
Ｋ Ｄｔ －２

ｋ ≤ Ｄｔ －１
Ｋ

Ｉｎｅｒｔｉａｔ －１
Ｋ ×

Ｄｔ －２
Ｋ

Ｄｔ －１
Ｋ

０ ＞ Ｄｔ －２
Ｋ ＞ Ｄｔ －１

Ｋ

Ｉｎｅｒｔｉａｔ －１
Ｋ ×

Ｄｔ －１
Ｋ

Ｄｔ －２
Ｋ

Ｄｔ －１
Ｋ ＞ Ｄｔ －２

Ｋ ＞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４）

式中， Ｄｔ －１
Ｋ 、 Ｄｔ －２

Ｋ 分别表示 ｎ － １、 ｎ － ２ 时刻第 ｍ 种地类需求与实际的差值。
转换成本是表征由当前地类转换成需求地类的难易程度，可用系数 ＥＬＡＳ（０—１）表示，值越大代表稳定

性越高。 在自然发展情景下，各地类转移概率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保持一致，经多次调试分别为耕地 ０．５３、林地

０．７４、草地 ０．７７、水域 ０．７２、建设用地 ０．９５ 和未利用地 ０．６５。 在“三线”约束情景下，要加强耕地、林地和水域

的转出成本，同时降低未利用地的转出限制，使其得到保护性地开发利用，因此在反复调试后结果为耕地

０．７４、林地 ０．８１、草地 ０．７８、水域 ０．８１、建设用地 ０．９５ 和未利用地 ０．５３。
最后，结合轮盘赌机制在 ＣＡ 模型中进行迭代，将各地类分配到栅格。 栅格 Ｐ 于 ｔ时刻转化为 Ｋ 类地块的

概率 ＴＰｒｏｂｔ
Ｐ，Ｋ 为：

ＴＰｒｏｂｔ
ｐ，ｋ ＝ ＳＰ Ｐ，Ｋ，ｔ( ) × Ωｔ

Ｐ，ｔ × Ｉｎｅｒｔｉａｔ
Ｋ × １ － ＳＣＣ→Ｋ(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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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ＣＣ→Ｋ 为 Ｃ 类地块转变为 Ｋ 类地块的成本； １ － ＳＣＣ→Ｋ 为转换的难易程度； Ωｔ
Ｐ，ｔ 起到邻域作用，公式为：

Ωｔ
Ｐ，ｔ ＝

∑Ｎ×Ｎ
ｃｏｎ Ｃ ｔ －１

ｐ ＝ Ｋ( )

Ｎ × Ｎ － １
× ＷＫ （６）

式中，∑Ｎ×Ｎ
ｃｏｎ Ｃ ｔ －１

Ｐ ＝ Ｋ( ) 为前一次迭代完成后第 ｋ 种地类在 Ｎ × Ｎ的 Ｍｏｏｒｅ 邻域窗口的栅格数；ＷＫ 为各地

类的邻域相互作用的权重。
２．４．３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１）碳储量的计算。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中的 Ｃａｒｂｏｎ 模块假设各地类对应一个由地下碳密度、地上碳密度、死亡

有机质碳密度和土壤有机质碳密度构成的总碳密度［２９］，且某一种地类的碳密度是一种常量［３０］。 公式为：
Ｃ ｉ ＝ Ｃ ｉ －ａｂｏｖｅ ＋ Ｃ ｉ －ｂｅｌｏｗ ＋ Ｃ ｉ －ｄｅａｄ ＋ Ｃ ｉ －ｓｏｉｌ （７）
Ｃ ｉ － ｔｏｔａｌ ＝ Ｃ ｉ × Ａｉ （８）

式中， Ｃ ｉ 为地类 ｉ 的总碳密度； Ｃ ｉ －ａｂｏｖｅ 为地类 ｉ 的地上碳密度； Ｃ ｉ －ｂｅｌｏｗ 为地类 ｉ 的地下碳密度； Ｃ ｉ －ｄｅａｄ 为地类 ｉ
的死亡有机质碳密度； Ｃ ｉ －ｓｏｉｌ 为地类 ｉ 的土壤有机质碳密度； Ｃ ｉ － ｔｏｔａｌ 为地类 ｉ 的总碳储量； Ａｉ 为地类 ｉ 的面积。

（２）各地类碳密度的确定

碳密度数据的获取遵循以下原则：优先选用位于湖北省的实地测量数据，若数据不全，则使用临近湖北省

的实测数据或文献整理汇总数据（表 １）。

表 １　 各地类碳密度 ／ （ ｔ ／ 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地上碳密度
Ｃｉ⁃ａｂｏｖｅ

地下碳密度
Ｃｉ⁃ｂｅｌｏｗ

死亡有机质
碳密度
Ｃｉ⁃ｄｅａｄ

土壤有机质
碳密度
Ｃｉ⁃ｓｏｉｌ

文献来源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４．０２ ０．７５ ２．１１ ９８．１３ Ｃｈｕａｉ 等［３１］ ；梁萌杰等［３５］ ； Ｚｈａｎｇ 等［３６］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２２．６２ １８．０３ ２．７８ １２６．７５ Ｃｈｕａｉ 等［３１］ ；王晓荣等［３２］ ；丁访军等［３７］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３．６ １１．７ ７．２８ ９０．４３ Ｃｈｕａｉ 等［３１］ ；刘刚等［３８］

水域 Ｗａｔｅｒｓ １．５９ ０ ３．９８ ６４．０３ 朱耀军等［３４］ ；邰继承等［３９］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０．８３ ０．０８ ０ ４３．７１ 柯新利等［２９］ ；奚小环等［３３］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ｌａｎｄ ０．５９ ０．６４ ０．９６ ２８．４２ 柯新利等［２９］ ；奚小环等［３３］

Ｃｈｕａｉ 等［３１］整理碳密度相关文献，指出湖北省耕地、林地和草地的碳密度分别为 １０５．３０、１３９．１０、１２０．９０ ｔ ／
ｈｍ２。 王晓荣等［３２］基于林业资源复查数据，发现湖北省森林碳密度介于 ８８．３２—１７７．７９ｔ ／ ｈｍ２，奚小环等［３３］ 根

据地球化学调查双层网格化土壤测量的方法，得出湖北省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土壤有机质碳密度分别为

３４．３３ ｔ ／ ｈｍ２和 ３４．４２ ｔ ／ ｈｍ２，朱耀军等［３４］通过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测算湛江水域碳密度为４．８１５—８３．１１５ ｔ ／
ｈｍ２。 值得注意的是，实测数据会因为实测方法或取样时间的不同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通过对比分析，剔除异

常值，对同一地类的碳密度取有关文献的平均值。
２．４．４　 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

人类对不同土地资源的投入和利用程度有所差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土地利用强度的区别。 研究显示，
土地利用强度与生态系统有着密切联系，是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重要原因［４０］。 本文参考韩增林等［４１］ 和

柳冬青等［４２］的研究，将不同地类进行土地利用强度划分（表 ２），公式为：

表 ２　 土地利用强度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ｓ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ｌａｎｄ

强度等级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ｇｒａｄｅ ３．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０７２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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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 １００ × ∑
ｎ

ｉ ＝ １
Ｐ ｉ × Ｑｉ( ) （９）

式中， Ｌ 为土地里利用强度综合指数； Ｐ ｉ 为第 ｉ 级地类土地利用强度； Ｑｉ 为第 ｉ 级地类面积占比。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模型精度检验

本文运用 ＲＯＣ 曲线检验土地利用驱动因子的精度，运用 Ｋａｐｐａ 系数和 ＯＡ 检验 ＦＬＵＳ 模型的精度。 一般

来说，ＲＯＣ 值大于 ０．７ 则说明驱动因子对土地利用变化具有较高的解释力［４３］，Ｋａｐｐａ 系数和 ＯＡ 大于 ０．８ 时

表明模拟精度高，结果能较好地反映未来土地利用情景［４４］。
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驱动因子，发现六种地类的 ＲＯＣ 值均在 ０．７ 以上，表明驱动因子可以较好解

释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布局。 其中，坡度对六种地类均有较强驱动力，对耕地的影响最大，坡度每增加 １°，耕
地的分布概率会减少 １２．７２％。 年平均温度除草地之外，和其他地类均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温度每上升 １°，
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分布概率会增加 ３７．０６％和 ５５．７３％，林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会分别减少 ７０．１％、２９．１％和 ７８．
７２％（表 ３）。 基于武汉城市圈 ２００５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模拟 ２０１５ 年的土地利用状况，得到 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
８９２，ＯＡ 为 ０．９３１，因此模拟精度较高。 将其与武汉城市圈现状土地利用情景进行比较可知，建设用地相较于

其他地类精度较差，误差面积为 １２９．７２６ｋｍ２，可能的原因是 ２００５ 年是武汉城市圈建立初期，城市之间并没有

形成有效互动，加之建设用地的供应受政策调控力度较大，模型较难量化。 ２０１５ 年武汉城市圈的建设用地已

有一定规模，其空间分布格局趋于稳定，因此可以使用 ＦＬＵＳ 模型对 ２０３５ 年的土地利用状况进行预测。
３．２　 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２０１５ 年武汉城市圈主要地类为耕地和林地，两者分别占比 ４９．３９％和 ３０．０９％，其次是水域和建设用地

（１０．５０％和 ７．２４％），草地和未利用地极少（２．４３％和 ０．３５％）。 从整体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耕地、林地、草地

和未利用都在减少，以未利用地和耕地减少趋势最为明显，分别为 １７．１５％和 ４．２３％。 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
分别增加 ３５． ２０％和 ６． ２０％。 从各地类的变化面积来看（表 ４），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耕地转出面积最多，达到

１２７６．５５８ ｋｍ２，转出贡献率为 ７６．０７％，是其转入面积（１７．０７８ｋｍ２）的 ７５ 倍，其中转向建设用地的面积高达

８５７．４７１ ｋｍ２。 林地转出面积（１５２． ５８２ ｋｍ２ ） 高于转入面积（３５． ３７５ ｋｍ２ ），主要是转向建设用地（１３４． ５９６
ｋｍ２）。 草地和未利用地转入和转出面积都较小，呈现缓慢的减少趋势。 水域转入（４８６．５９３ ｋｍ２）远大于

（１３１．６４７ ｋｍ２）转出面积，转入贡献率达 ２９％，说明武汉城市圈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较为注意对水域的

保护，这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的理念是一致的。 建设用地表现为大幅增长趋势，转出面积仅仅为 １２．１９９
ｋｍ２，而转入面积却高达 １１０２．８５２ ｋｍ２，来自耕地的面积占 ７７．７５％。

不同情景下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布局具有较大差异。 如图 ４ 和表 ５ 所示，耕地在两种情景下呈现不同程

度的减少趋势，在自然发展情景下面积减少 １０４８．５０３ ｋｍ２，动态度为－０．１８％，而在“三线”约束情景下仅仅减

少 ６２２．９０８ ｋｍ２，动态度为－０．１１％。 林地作为主要的生态用地，在“三线”约束情景下面积增加了 ６１．０８７ ｋｍ２，
而在自然发展情景下面积减少了 １０４．５３７ ｋｍ２，很好地展现了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的作用。 草

地在两种情景下并无太大变化，在自然发展情景和“三线”约束情景下减少量无较大区别，可能的原因是草地

既具有生态服务功能，其畜牧业又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和保证粮食安全，所以两种情景对其作用效果相当。 水

域面积在两种情景下面积都有所增加，但“三线”约束情景下的增加量（１２２．５６９ ｋｍ２）是自然发展情景下

（２６．８８９ ｋｍ２）的 ４．５６ 倍，说明在长江经济带的大战略和“三线”的共同约束下，武汉城市圈会更加注重保护水

资源。 建设用地虽在两种情景下面积均有所增加，但可以明显看出，在自然发展情景下，建设用地的扩张较为

杂乱，各城市在其原有建设用地的基础上“摊大饼式”无序蔓延，而“三线”约束情景下建设用地增加面积

（４９１．２２６ ｋｍ２）不仅远小于自然发展情景（１１７５．７５ ｋｍ２），动态度也仅仅为其一半不到，且更加偏向集约化利

用，新增建设用地被引导至城镇开发红线内聚集。 未利用地在自然发展情景下减少了 ２８．９５１ ｋｍ２，而在“三
线”约束情景下由于被保护性开发利用，减少量达 ４５．８５２ ｋｍ２。

１７２２　 ６ 期 　 　 　 张斌　 等：“三线”约束下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碳储量的影响———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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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份
Ｙｅａｒ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２０１５ 年转移面积 ／ ｋｍ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５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转出面积 ／ ｋｍ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ｕｔ ａｒｅａ

转出贡献率 ／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ｕ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０００ 耕地 ２８５８９．８６４ ２２．８６５ １．３５５ ３９２．６７９ ８５７．４７１ ２．１８８ １２７６．５５８ ７６．０７

林地 ０．６１８ １７３５５．３３０ ３．３２６ １３．７６５ １３４．５９６ ０．２７８ １５２．５８２ ９．０９

草地 ０．０１９ １１．２４７ １３９５．５５５ １１．１５７ １５．４１５ ０．３６０ ３８．１９９ ２．２８

水域 １５．８８５ ０．６７０ ３．５６９ ５５９２．８２１ ８９．５３５ ２１．９８８ １３１．６４７ ７．８４

建设用地 ０．１１９ ０．５６３ ０．００２ ９．７９４ ３０９１．８４０ １．７２２ １２．１９９ ０．７３

未利用地 ０．４３７ ０．０３２ １．４６０ ５９．１９８ ５．８３５ １７６．９６５ ６６．９６１ ３．９９

转入面积 １７．０７８ ３５．３７５ ９．７１２ ４８６．５９３ １１０２．８５２ ２６．５３６ １６７８．１４５

转入贡献率 ／ ％ １．０２ ２．１１ ０．５８ ２９．００ ６５．７２ １．５８

图 ４　 ２０３５ 年土地利用模拟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２０３５

表 ５　 ２０１５—２０３５ 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５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２０３５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面积变化量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ｃｈａｎｇｅ
动态度 ／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ｇｒｅｅ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３５ 年

Ｑ１
２０３５ 年

Ｑ２
２０１５—２０３５

Ｑ１
２０１５—２０３５

Ｑ２
２０１５—２０３５

Ｑ１
２０１５—２０３５

Ｑ２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２８６１６．２５７ ２７５６７．７５４ ２７９９３．３４９ －１０４８．５０３ －６２２．９０８ －０．１８ －０．１１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１７４３４．４９５ １７３２９．９５８ １７４９５．５８２ －１０４．５３７ ６１．０８７ －０．０３ ０．０２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１４１０．５９８ １３８９．９４３ １４０４．４２８ －２０．６５５ －６．１７ －０．０７ －０．０２

水域 Ｗａｔｅｒｓ ６０８３．３９ ６１１０．２７９ ６２０５．９５９ ２６．８８９ １２２．５６９ ０．０２ ０．１０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４１９５．５６６ ５３７１．３１６ ４６８６．７９２ １１７５．７５ ４９１．２２６ １．４０ ０．５９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ｌａｎｄ ２０３．６１１ １７４．６６ １５７．７５９ －２８．９５１ －４５．８５２ －０．７１ －１．１３

　 　 Ｑ１：自然发展情景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Ｑ２：“三线”约束情景 “Ｔｈｒｅｅ ｌｉｎ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３．３　 碳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

从整体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武汉城市圈碳储量分别为 ６８３．１１９、６８０．９８４、６７９．７４３、６７４．８２５ Ｔｇ，
地均碳密度分别为 １１７．８９、１１７．５２、１１７．３１、１１６．４６ ｔ ／ ｈｍ２（图 ５），１５ 年间武汉城市圈总碳储量呈连续递减势态。
从不同时期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碳储量减少了 ２．１３５ Ｔｇ，减少幅度不大。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碳储量仅仅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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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１ Ｔｇ，减少率为 ０．１８％，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期间碳储量减少最多，净减少量为 ４．９１８ Ｔｇ，占武汉城市圈 １５ 年间

总碳储量减少量的 ５９．３％，分析其原因可能是 ２０１０ 年以来武汉城市圈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对生态用地

和耕地的侵占相当严重。 碳储量和地均碳密度在自然发展情景下继续减少，降幅达 ６．６１３ Ｔｇ 和 １．１４ ｔ ／ ｈｍ２，
而“三线”约束情景下下降趋势得到缓解，接近 ２０１５ 年时的水平，说明该情景下武汉城市圈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能顾及到生态用地和耕地的保护，减少了碳储量的损失。

图 ５　 碳储量和地均碳密度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Ｑ１：自然发展情景； Ｑ２：“三线”约束情景

图 ６　 各时期碳储量和碳密度变化图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从碳储量的空间分布来看（图 ６），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碳储量均有所减少，其中武汉碳储

量减少量最大，为 ２．５１８ Ｔｇ，占总减少量的 ３０．３６％，碳密度减少区主要以主城区为中心呈现圈层式蔓延。 其

次是黄冈（１．４０３ Ｔｇ）、孝感（１．３２６ Ｔｇ）和咸宁（０．９３４ Ｔｇ），这三座城市的碳密度减少区域呈点状分布，大多集

中在原建设用地周边。 碳储量减少幅度最小的是天门（０．３２ Ｔｇ）和潜江（０．２０４ Ｔｇ），其作为湖北省直管市，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较少，碳密度减少区域只是零星的分布在中心城区周边。 ２０１５—
２０３５ 年自然发展情景下武汉碳储量减少幅度仍为最大（２．６９８ Ｔｇ），碳密度减少区域向远城区蔓延，说明其开

发重心由主城区慢慢过渡到边远城区。 黄冈（１．３６６ Ｔｇ）、咸宁（１．０５４ Ｔｇ）和孝感（０．８４９ Ｔｇ）仍紧跟其后，但下

降幅度相较于之前有所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鄂州成为 ２０３５ 年降幅最小的城市，仅为 ０．２１４ Ｔｇ，减少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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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与武汉接壤的华容区葛店板块，说明 ２０１５ 年后，鄂州积极与武汉联通互动、共同发展。 而“三线”约束

情景下武汉虽依旧是碳储量降幅最大的城市，但减少量仅为 １．２１１ Ｔｇ，是自然发展情景的 ４４．８９％，减少了向

远城区扩张的趋势，体现了城镇开发边界红线的功能。 而鄂州、黄石和潜江碳储量基本与 ２０１５ 年时持平，增
加部分主要分布在梁子湖湿地、网湖湿地和潜江市国家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区内，表明了生态保护红线的

作用。
从不同地类的碳储量可知（图 ７），２０１５ 年耕地和林地是最主要的碳库，两种地类的固碳总量占比达

８８．５０％，未利用地是固碳最少的地类，仅为 ０．６２３ Ｔｇ。 从各地类的固碳变化趋势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耕地

碳储量的减少（１３．３１１ Ｔｇ）是造成武汉城市圈碳损失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是林地碳储量的减少（１．９１７ Ｔｇ），由
于林地固碳能力最强，即使面积只是少量减少，也会导致碳储量的大量损失。 建设用地和水域是主要的固碳

地类，在 １５ 年间分别增加了 ４．８７４ Ｔｇ 和 ２．４７１ Ｔｇ，但由于固碳能力不强和面积增加较少，两者的增加量无法

弥补耕地碳储量的减少。 ２０１５—２０３５ 年自然发展情景下耕地碳储量依然大量减少，为 １１．０１ Ｔｇ，而建设用地

的固碳量虽有所提升（５．２４６ Ｔｇ），但水域的固碳量却急剧萎缩，仅为 ０．１８７ Ｔｇ，只占之前的 ７．５７％，而“三线”约
束情景下耕地碳储量减少的趋势得到遏制，仅为自然发展情景下的一半，林地碳储量首次得到增加

（１．０４ Ｔｇ）。 虽然建设用地碳储量增加量变少，但水域固碳量得到较大幅度的增加（０．８５３ Ｔｇ）。

图 ７　 各地类碳储量变化图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３．４　 “三线”约束下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储量的影响

（１）地类转换对碳储量的影响

在两种情景中，耕地、林地、建设用地和水域之间的转换是引起碳储量剧烈变化的主要原因（图 ８）。 在自

然发展情景下，耕地转换为建设用地是导致碳损失最主要的原因（９．９８６ Ｔｇ）。 林地向耕地和建设用地的转换

也是导致碳储量减少的重要原因，分别为 ５．６３７ Ｔｇ 和 １．５４９ Ｔｇ。 值得注意的是，耕地和水域、林地和水域之间

的双向转换使得水域的固碳量达到近似的“占补平衡”。 而耕地向林地的转换是促进碳储量增加的最主要原

因（５．９１６ Ｔｇ），可能由于咸宁和黄冈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 在“三线”约束情景下，耕地转向建设用地的面积

大大减少，造成的碳损失为 ５．６４２ Ｔｇ，说明城镇开发边界红线对建设用地扩张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虽然在

城镇化的进程中必然会侵占部分耕地，但由于城镇开发边界红线的划定有效保护了高质量农田，从而较好地

遏制了碳储量的快速流失。 此外耕地和林地、耕地和水域之间的双向转换维持了耕地碳储量的动态平衡，间
接体现了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的作用。 耕地作为第三大碳库，且在武汉城市圈中面积占比将近一半，永久基本

农田红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林地作为最大碳库，面积也仅次于耕地，在生态保护红线下实现了正增长

（６１．０８７ ｋｍ２），固碳量达 １．０４ Ｔｇ，加之国家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应该以生态优先，所以未来武汉城市圈应更

加注重保护林地等重要生态用地。 此外，水域作为重要的生态涵养地，在“三线”约束情景下也有了较大幅度

的增长（１２２．５６９ ｋｍ２），固碳量为 ０．８５３ Ｔｇ。 因此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可以防止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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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区被破坏，以保护区域的生态安全，维持碳储量的稳定。

图 ８　 ２０１５—２０３５ 年地类转化对碳储量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３５

（２）土地利用强度对碳储量的影响

本文研究自然发展和“三线”约束两种情景下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强度对碳储量的影响，考虑到研究

区面积和计算量大小，以 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 为一单元，将武汉城市圈划分为 ５８０ 个网格，分别计算每个网格的土地

利用强度综合指数，将其看作网格中心值进行反距离权重插值，并利用自然断点法划分为五种强度带（图 ９）。

图 ９　 两种情景下土地利用强度分级

Ｆｉｇ．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ｗｏ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由图 ９ 可知，自然发展和“三线”约束情景都以低强度带和较低强度带为主，两者之和分别占总面积的

６９．３２％和 ７１．０６％，分布在城市圈的外围，包裹着高强度带。 高强度带占比最少，分别为 ５．５３％和 ５．２６％，集中

分布在各城市的建成区。
在每一等级的土地利用强度区域中生成 ６×１０４个随机点，则五个等级一共 ３×１０５个随机点，统计每个点的

土地利用强度和碳储量大小。 首先研究土地利用强度与碳储量的相关性，发现“三线”约束和自然发展情景

下，两者都在 ０．０１ 水平下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１３２ 和－０．１８１。 然后基于随机点计算各等级土地

利用强度的碳储量均值（图 １０）。 可知，从整体趋势来看，伴随着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两种情景下碳储量均

会逐渐下降。 其中，高强度带内存在大量建设用地，碳储量最少，而较低强度带内主要为林地，碳储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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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两种情景下土地利用强度与碳储量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ｗｏ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如图 １１ 所示，武汉城市圈中武汉经济最为发达，建设用

地占比最高，因而武汉的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较高，
而黄石、黄冈和咸宁林地面积占比均超过 ４０％，所以其

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最低。 而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

数最高是仙桃、天门和潜江三市，其境内均拥有面积占

比超过 ６５％的耕地。 值得注意的是，“三线”约束情景

下的碳储量在每个等级内都略高于自然发展情景，间接

说明就固碳量而言，“三线”约束下的土地利用情景是

优于自然发展情景的。

图 １１　 各地类占比和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讨论

（１）“三线”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规划和新

型城镇化推进的底线，是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护和节

约用地三项制度的集中体现，已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 因此，本文在国土空间规划积极推进的背景下，以
“三线”作为土地利用的约束，再结合研究区长江大保护的地方政策，模拟未来土地利用情景。 通过与自然发

展情景的对比，本文发现两者的碳储量总量和空间分布差异明显。 究其原因在于“三线”约束情景设定了土

地利用限制转换区，考虑了生态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红线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约束作用，一方面

保护了林地和水域等碳密度较高的生态用地，遏制了区域最大碳库———耕地的快速流失，另一方面制约了碳

密度较低的建设用地无序扩张，保护性开发了区域最小碳库———未利用地。 由此可见，“三线”约束情景可以

统筹生态⁃农业⁃城镇空间协调发展，通过遏制碳密度较高地类的流失，限制碳密度较低地类的增长，将区域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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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维持在较高水平。
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尚未完全确立，“三线”的划定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生改变，并不是一劳永

逸的［４５］。 “三线”坐落于同一空间，代表着多种土地功能的空间诉求，三者密不可分。 城镇开发边界红线应

严禁侵犯生态保护红线，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红线，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需形成合力，促进城镇

空间布局的形成［４６］。 因此，为使“三线”协调划定，本文提出以下解决途径：①确定“三线”划定顺序：“三线”
处于动态调控的过程中时，应优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保障生态安全格局，才能有效保护区域内的生态环境，
在此基础上兼顾粮食安全，尽可能保证永久基本农田不被侵占。 最后在两者的前提下，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趋

势科学划分城镇开发边界红线，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４７］。 ②刚性与弹性相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对生态保护

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进行严格管控，突出了刚性原则，但城镇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体的规划内

容存在主观性，因此城镇开发边界红线的划定需保留留白区域［４８］。 ③多学科多部门融合：在大数据浪潮下，
应将法律政策、社会和经济等多源海量数据统一为多学科通用信息模型，并构建覆盖国家、省和市县的信息管

理系统，由多部门协调调度，才能更加科学合理的划分“三线” ［４９］。
（２）Ｍａｒｋｏｖ⁃ＦＬＵＳ 模型的运用解决了单一模型的不足，能有效地将“自上而下”的 Ｍａｒｋｏｖ 链和“自下而

上”的 ＦＬＵＳ 模型相结合，实现了土地利用变化在数量和空间上的展现，对武汉城市圈未来的国土空间优化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此外，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运用能直观地展现和定量地分析地类转换和土地利用强度对碳储

量的影响，可以为区域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保护提供新思路。 从地类转换来看，耕地向建设用地转换是

造成碳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红线，严格控制在城镇开发边界红线内进

行建设，对区域碳储量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 从土地利用强度来看，可以将武汉城市圈中城市划分为三类：①
武汉、鄂州和孝感：其建设用地面积占比较高，因而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较高，应该在城镇开发边界红线内

节约集约用地，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②黄石、黄冈和咸宁：其林地资源较为丰富，因而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

较低，应该继续严格恪守生态保护红线，维持区域碳储量的稳定。 ③仙桃、潜江和天门：其区域内大部分为耕

地，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最高，但仍需保护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切不可为降低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而减少

耕地数量。 但土地利用变化仅仅是影响碳储量的原因之一，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全面的探索碳储量的影响因

素，以期更好地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碳储量的水平。
４．２　 结论

本文通过 ＦＬＵＳ 模型模拟“三线”约束下的武汉城市圈 ２０３５ 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并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估算两种情景的碳储量，研究表明：（１）六种地类的 ＲＯＣ 值均在 ０．７ 以上，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８９２，ＯＡ 为０．９３１，模
拟精度满足要求。 （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武汉城市圈耕地减少了 １２６７．５８２ ｋｍ２，建设用地扩张面积为 １０９２．２８２
ｋｍ２，来自耕地的面积占比 ７７．７５％。 “三线”约束情景下耕地减小面积（６２２．９０８ ｋｍ２）远小于自然发展情景

（１０４８．５０３ ｋｍ２），林地也实现了增长（６１．０８７ ｋｍ２），新增建设用地被引导至城镇开发边界红线内聚集。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武汉城市圈总碳储量和地均碳密度呈连续递减趋势，减少速率由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的 ０．３１％下降

到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１８％再增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７２％。 “三线”约束情景下碳储量（６７２．１５９ Ｔｇ）和地均碳

密度（１１６．０１ｔ ／ ｈｍ２）相比自然发展情景下降幅度明显变小，接近 ２０１５ 年时的水平。 从空间分布来看，武汉仍

为碳储量降幅最大的城市，减少量为 １．２１１ Ｔｇ，是自然发展情景的 ４４．８９％。 （４）耕地⁃建设用地的转换是引起

碳储量剧烈变化的主要原因。 “三线”约束情景下耕地转向建设用地的面积大大减少，林地也由于其他地类

的转化实现了正增长，固碳量为 １．０４ Ｔｇ。 土地利用强度与碳储量在 ０．０１ 水平下呈显著负相关，在较低强度带

的区域内碳储量最高，且“三线”约束情景下各等级土地利用强度的碳储量均值均高于自然发展情景。 因此，
“三线”的划定能在总体上提高区域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避免生态用地和基本农田的

侵害，还能规范建设用地，合理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保证了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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